


空间视角下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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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2010—2016年广东21个地级市的城市经济数据，建立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强的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水平呈现区域不平衡特征；（2）地区生产总值、金融发展程度、空气质量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3）金融发展程度和空气质量抑制区域间的绿色金融发展；（4）地区生产总值和受教育程度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最后，据此提出推动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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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Finan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ixed Effect Spatial Dub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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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urban economic data of 21 cities in Guangdong from 2010 to 2016, this paper builds a fixed-effect spatial Dubin model,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finance in Guangdong.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Guangdong's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has strong aggregation effect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presents regional imbalance characteristics. (2) Reg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financial development degree, air quality and education level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and obviously, this four factors exis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3)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air quality will inhibit regional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4) Regional GDP and the level of education d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f promoting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t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i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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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我国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高地，为全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支撑，其经济发展质量的好坏关乎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为此，开展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提高绿色金融的服务效率，确保经济效益、环境保护与绿色共享相协调，实现广东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对于加快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根据广东省的实际情况选取相应的绿色信贷反向指标来表示广东各地级市的绿色信贷规模；进一步采集2010—2016年广东21个地级市的城市经济数据，建立基于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推动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1  文献回顾
自Brown[1]提出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理念后，绿色发展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和积极实践。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国内外学者在积极地探索绿色金融的奥秘，希望能够通过寻求一条绿色发展道路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相较于直接投入资金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绿色金融通过绿色借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以及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形式，借助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分配[2]，进而实现金融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破解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生大局[3-4]。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金融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从国外学者的研究内容看，前期主要停留在认识绿色金融对于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比如Grahamd等[5]通过引入环境信息因素构建债券评级预测模型，发现有较大货币计量的环境负债公司，其债券评级会更低；Labatt等[6]认为绿色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一种重要创新产品，是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的有效手段。随着绿色金融创新实践的发展，国际上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比如，Criscuolo等[7]发现稳定性、可信性、可持续性的政府政策可以支持本国的风险资本加强对绿色产业部门的风险投资和产品创新；Tang等[8]基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泽西3个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历史数据构建NGARCH模型对碳收入债券进行定价，发现10年期的碳收入债券能够为可再生能源市场提供大部分资金。此外，Ng[9]开展了绿色债券的风险研究。
与国外相比，国内学者对于绿色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者开始聚焦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绿色金融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比如，何建奎等[10]认为绿色金融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促进金融机构创新利润来源的重要手段；辜胜阻等[11]认为我国可通过构建全方位的绿色金融机构促进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此外，一些学者开始结合我国实情探索绿色信贷政策、企业还款能力等对于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比如，麦均洪等[12]运用联合分析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绿色金融带给金融机构的效用不高，金融机构仍然把企业的还款能力作为首要因素；裴育等[13]基于湖州市的微观企业数据构建了PVAR模型，探讨绿色信贷投入、绿色产业发展以及地区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
综上可知，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绿色金融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论证了绿色金融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并对如何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指明了方向。随着绿色金融实践的发展，部分学者开始实证探索绿色金融与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作用以及绿色金融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作用机理的定量分析。广东省是我国的经济强省，其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产业发展质量的高低，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有着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立足广东省产业发展特征，运用计量模型探究地区生产总值、金融发展程度等关键因素的作用机理，找寻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为此，本文以2010—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基于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推动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2  研究设计
2.1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目前，绿色金融工具主要涵盖信贷、证券、基金、保险和碳金融等产品和形式，但由于我国绿色金融还处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呈现以银行绿色信贷为主的特征[12]。绿色信贷余额数据统计大都停留在国家和省级层面，很少细分到市级层面，加上我国绿色信贷政策起步较晚，导致前期绿色信贷余额数据的缺失情况严重且统计口径有所差异。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方法，本文根据广东省产业发展实况选取相应的绿色信贷反向指标，即广东省六大高耗能、高污染规模以上工业产业贷款规模，来表示各地级市的绿色信贷规模。选取2010—2016年广东省市级行政单位的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国内学者徐旭初等[14]的实证分析认为，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的4个因素依次为：受教育比例、污染治理投资、居民收入水平和金融化程度；而董晓红等[15]则在对黑龙江省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对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为地区生产总值、碳排放量、空气质量和金融化程度。基于上述研究基础，结合广东省产业发展实况，对广东省的绿色信贷（GC）采用以下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如表1）：金融发展程度（DIR）用各市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与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表示；空气质量（AQ）用工业SO2排放量来表示；受教育程度（EL）用普通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地区生产总值（GRP）、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普通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工业SO2排放量则主要来源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和前瞻数据库。对于缺失的数值，本文采用期望均值进行插值处理。
表1  变量汇总
	因变量
	解释变量
	说明

	GC 
	GRP
	地区生产总值

	
	DIR
	金融发展程度

	
	AQ
	空气质量

	
	EL
	受教育程度



2.2模型构建
2.2.1空间杜宾模型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广东省各地级市绿色金融发展在空间上是存在着相关性的，各市之间相关性可能会随着该市地理位置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同时，从空间关联的角度，影响广东绿色金融发展的因素也会因为地理区位的不同而改变其作用机理。此外，面板模型避免了单一截面模型或时间序列模型存在的变量遗漏误差，同时可以获得更高的自由度，使模型的估计精度更高。因此，本文将运用空间计量面板模型，研究影响广东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空间面板模型依据不同的空间交互效应主要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与SLM和SEM相比，SDM考虑了变量间可能同时存在内生的交互效应、外生的交互效应以及误差项的自相关性[16]。因此，充分考虑莫兰指数分析及Wald检验结果后，本文构建如下空间杜宾计量模型：
公式内“δ”“ωij”“βi”“x”“γ”“μ”“θ”“ε”这些单字母变量均改为斜体！后同！

（1）

式（1）中：——ε与后一指标之间显示为一空方框，什么意思？！“N”“σ”“I”均改为斜体！；γ[image: ][image: ]是21维列向量，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的系数；x是由GRP、DIR、AQ和EL构成的列向量；δ[image: ][image: ]是空间效应系数，βi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W=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μ表示空间固定效应，目的是控制空间固定而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θ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目的是控制时间固定而不随空间变化的变量。
2.2.2  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Lesage等[17]的研究表明，空间面板模型可以通过偏微分方法分解空间溢出效应，即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便更好地诠释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对于本研究建立的SDM模型，因变量Y对自变量X求偏导数后的矩阵为：

					（2）
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分别表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广东省某一地级市自变量对因变量以及省内其他地级市的影响。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绿色金融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空间计量模型的第一步要求检验各变量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18]。本文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绿色金融在广东省各地级市地理空间位置上的相互依赖的程度，以刻画广东绿色金融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以此为依据构建空间面板模型。
3.1.1全局自相关检验
基于所搜集的数据和所选用的绿色金融反向指标，本文运用ArcGIS计算全局Moran’s I统计量，进而衡量广东绿色金融空间关联程度的总体特征。其中，空间权重矩阵选用0—1邻接权重矩阵。由表2可知，在整个统计区间内，Moran’s I统计量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表明广东省各市绿色信贷的集聚程度不断增强，绿色信贷规模相似的市在地理空间上更趋向于集中分布。具体的，2010—2016年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的Moran’s I统计量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P值均小于0.10的显著水平，说明至少有90%的概率可以确定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是具有空间相关性而不是随机的；全局Moran’s I统计量在7年间的值均大于0，说明在研究期间各座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除了2010年，Moran’s I统计量的值均大于0.2，Z得分也是大于2，得出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有较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2010—2013年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的Moran’s I统计量依概率在0.2左右波动，表明广东省绿色信贷的集聚效应波动上升。2014年后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的Moran’s I统计量开始逐渐依概率稳定与0.3左右，P值也开始稳定在1%内，说明此阶段广东省绿色信贷的空间集聚特征较前几年更加明显。上述分析说明在研究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时候，不能忽略地理因素和空间效应的影响，并且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是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更容易形成有相同绿色信贷规模的城市集中分布的现象，因此需要在研究其发展影响因素时考虑空间影响因子，构建空间面板模型。
表2  2010—2016年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的Moran’s I统计值
	年份
	Moran’s I
	理论值
	方差
	Z得分
	P值

	2010
	0.187 4 *
	－0.050 0
	0.015 1
	1.880 2
	0.059 1

	2011
	0.235 1 **
	－0.050 0
	0.015 2
	2.309 5
	0.020 9

	2012
	0.202 7 **
	－0.050 0
	0.015 2
	2.050 3
	0.040 3

	2013
	0.219 9 **
	－0.050 0
	0.015 0
	2.201 6
	0.027 7

	2014
	0.318 4 ***
	－0.050 0
	0.015 0
	3.012 5
	0.002 6

	2015
	0.271 3 ***
	－0.050 0
	0.015 0
	2.619 8
	0.008 8

	2016
	0.312 2 ***
	－0.050 0
	0.015 0
	3.106 5
	0.001 9


注：*为10%显著性水平，**为5%显著性水平，***为1%显著性水平。下同

3.1.2局域自相关检验
通过各年的Moran’s I散点图反映各个城市与邻接城市绿色信贷的空间关联程度，可以将其划分为HH（高-高）、HL（高-低）、LH（低-高）和LL（低-低）4种类型。其中，HH、LL集聚型表示本市绿色信贷对邻接城市是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且HH表示存在高绿色信贷城市的集聚效应，LL表示存在低绿色信贷城市的集聚效应；HL、LH表示本市绿色信贷对邻接城市是负的空间溢出效应，且HL表示高绿色信贷城市被低绿色信贷城市包围，LH表示低绿色信贷城市被高绿色信贷城市包围。GeoDa运行分析后的Moran’s I散点图分别如图1、图2所示，横坐标为绿色信贷的标准差，纵坐标为绿色信贷的标准化空间滞后变量。比较图1、图2可以明显发现，广东省2016年绿色信贷的聚集程度要高于2010年。
[image: ]
注：Moran’s I=0.151 9
图1 2010年广东省绿色信贷Moran’s I散点图
[image: ]
注：Moran’s I=0.312 2
图2 2016年广东省绿色信贷Moran’s I散点图

对Moran’s I散点图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广东省各市绿色信贷空间关联程度的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上，2010年和2016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绿色信贷的空间关联状况是一致的，其空间差异在研究期间内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其中，处于第一、三象限的表示正的空间自相关城市共有10个，处于第二、四象限的表示负的空间自相关城市共有11个。在珠江三角9个城市中，只有广州、江门、肇庆3个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对邻接的城市是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余的6座城市均呈现出了对邻接城市绿色金融发展的高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形成了较高的集聚效应；虽然在空间溢出效益方面有所差异，但这9个城市的绿色信贷规模都是处于高水平的。而在非珠江三角地区的城市中，只有清远和韶关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正向的，是低绿色信贷规模的集聚，其余的城市均表现出了明显的LH空间关联类型，即对邻接城市是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处于低绿色信贷规模并被高绿色信贷规模城市包围。很显然，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类似，目前广东省的绿色金融发展也呈现出了区域不平衡状况[19-20]，即珠三角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迅速、水平较高，而粤西北东地区发展较为疲软；同时说明，绿色金融在珠三角地区内部是具有强烈的集聚效应，珠三角地区的绿色金融发展在正向促进的同时，会对周边地区绿色金融的正常发展产生抑制效应。
表3  广东省绿色信贷空间关联程度
	城市
	2010年
	2016年
	城市
	2010年
	2016年

	潮州市
	LH
	LH
	汕头市
	HH
	HH

	东莞市
	HH
	HH
	汕尾市
	LH
	LH

	佛山市
	HH
	HH
	韶关市
	LL
	LL

	广州市
	HL
	HL
	深圳市
	HH
	HH

	河源市
	HL
	HL
	阳江市
	LH
	LH

	惠州市
	HH
	HH
	云浮市
	LH
	LH

	江门市
	HL
	HL
	湛江市
	HH
	HH

	揭阳市
	HL
	HL
	肇庆市
	HL
	HL

	茂名市
	LH
	LH
	中山市
	HH
	HH

	梅州市
	LH
	LH
	珠海市
	HH
	HH

	清远市
	LL
	LL
	
	
	



3.2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3.2.1 空间面板模型选择与设定——后文没有3.2.2？
采用计量软件MATLAB 2016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以选定后续分析模型。表4中，检验项目包括混合回归、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及空间时间双固定效应模型。基于已有研究和表4的检验结果，时间和空间双固定的LMlag（拉格朗日乘数-滞后检验）、LMerror（拉格朗日乘数-误差检验）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677、0.079，都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R-LMlag、R-LMerror的伴随概率分别为0.008、0.002，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为此，需要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作进一步分析。
表4  广东省绿色信贷的传统混合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混合回归
	空间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

	C（截距项）
	0.047 5（0.298 6）
	
	
	

	lnGRP
	0.182 1（5.144 4）***
	0.259 4（4.402 5）***
	6.527 7（0.011 0）**
	0.248 0（4.119 1）***

	lnDIR
	0.253 7（5.000 8）***
	－0.017 3（－0.358 5）
	1.219 5（0.269 0）
	－0.030 0（－0.631 6）

	lnAQ
	－0.049 5（－1.426 8）**
	－0.052 5（－2.226 9）**
	5.482 0（0.019 0）**
	－0.075 0（－3.107 2）**

	lnEL
	－1.206 8（－2.494 8）**
	－1.212 2（－0.655 5）
	0.173 7（0.677 0）
	－0.682 0（－0.369 9）

	R2
	0.523 7
	0.332 7
	0.525 5
	0.326 3

	LR
	100.241 0
	276.567 2
	100.850 7
	281.130 6

	LMlag
	6.370 1（0.012 0）**
	0.027 5（0.868 0）
	6.527 7（0.011 0）**
	0.173 9（0.677 0）

	R-LMlag
	0.531 8（0.466 0）
	1.391 9（0.238 0）
	1.219 5（0.269 0）
	6.988 9（0.008 0）***

	LMerror
	6.612 0（0.010 0）**
	0.812 3（0.367 0）
	5.482 0（0.019 0）**
	3.095 4（0.079 0）*

	R-LMerror
	0.773 7（0.379 0）
	2.176 8（0.140 0）
	0.173 7（0.677 0）
	9.910 3（0.002 0）***



进一步的，由表5可知，Wald检验和LR检验结果均在1%水平下显著，故空间杜宾模型不可以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故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广东省绿色信贷的时空格局影响。同时，根据Hausman检验判定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究竟采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计量模型[21]。由于Hausman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200.835 5，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故拒绝了“个体效应和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因此，本文的空间杜宾模型将选择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
表5  广东省绿色信贷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空间和时间固定效应
	t值
	P值

	w×GC
	0.236 1**
	2.340 3
	0.019 3

	lnGRP
	0.202 7 ***
	5.709 6
	0.000 0

	lnDIR
	0.243 4 ***
	5.218 2
	0.000 0

	lnAQ
	－0.095 6***
	－2.692 2
	0.007 1

	lnEL
	1.042 8 **
	2.213 9
	0.026 8

	W×GRP
	0.212 2 ***
	2.912 5
	0.003 6

	W×DIR
	－0.195 4 **
	－2.195 4
	0.028 1

	W×AQ
	－0.343 0 ***
	－5.537 7
	0.000 0

	W×EL
	2.099 4 **
	2.063 9
	0.039 0

	σ2
	0.011 6
	
	

	R2
	0.631 8
	
	

	Corrected R2
	0.629 2
	
	

	LR
	118.991 2
	
	

	Wald (lag)
	22.265 4 ***
	
	

	LR (lag)
	11.178 0***
	
	

	Wald (error)
	22.637 1***
	
	

	LR (error)
	15.512 2***
	
	



根据表4的结果，GRP、DIR、AQ和EL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R2[image: ][image: ]的值为0.631 8，调整的R2[image: ][image: ]为0.629 2，说明空间杜宾模型的变量解释效果较好，因此可认为GRP、DIR、AQ和EL这4个因素是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地区生产总值（GRP）。在SDM模型中，GRP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绿色信贷规模会大于经济欠发达城市，经济增长带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W×GRP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地区生产总值对周边城市的绿色信贷规模呈现出正向影响，会促进周边城市的绿色信贷的发展。其背后的原因是，目前广东省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区域不平衡特征，经济发展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程度高于经济欠发达城市，随着广东省经济的持续发展，各市的整体绿色金融规模也同样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2）金融发展程度（DIR）。在SDM模型中，DIR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规模会大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W×DIR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金融发展程度对周边城市的绿色信贷规模呈现出负向影响，可能会抑制周边城市的绿色信贷发展，究其原因，在经济发达、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珠三角地区，金融市场发展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使周边城市的金融市场得不到充分发展，因此可能会对邻接城市的绿色金融发展产生抑制作用。
（3）空气质量（AQ）。在上述模型中，AQ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空气质量与绿色信贷规模反向相关，空气质量的改善意味着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减少，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较大努力，使其面临的环境治理方面的压力得到缓解，因此对绿色信贷的需求会降低；W×AQ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空气质量对周边城市的绿色信贷规模呈现出负向影响，对其绿色信贷发展具有抑制效应，其原因在于，虽然目前广东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在稳步推进，但在研究期间广东省仍处于环境污染的高峰期，经济高增长和环境高污染现象并存[22]，由于前期污染较为严重，尽管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均较高的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但其空气质量仍然不如粤东西北地区。
（4）受教育程度（EL）。EL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规模大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城市，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W×DIR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周边城市的绿色信贷规模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了其绿色信贷的发展，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有更高比例的高素质人才，他们通常有着更为强烈的环保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并有能力在工作和生活中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去促进金融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融合，在微观层面推动绿色金融的有效实施。
3.3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
SDM模型中包含了空间滞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不能直接反映其边际效应，也不能准确衡量各解释变量对绿色信贷规模的直接影响[23]，所以，本文将对空间杜宾模型求偏微分来检验各解释变量对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得出，GRP、DIR、AQ和EL的直接效应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EL的直接效应最大，是影响广东省绿色信贷的重要因素，每当受教育程度增长1%，就会促使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增长0.9876%；而GRP、DIR和AQ的直接效应要相对小于EL的直接效应，表明这3个变量对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的时空格局影响较小，每当GRP、DIR和AQ分别增长1%，就会促使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分别增长0.210 1%、0.238 1%、
-0.104 3%。GRP、DIR、AQ和EL的间接效应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中，DIR、AQ的间接效应是负数，说明这两个因素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接市DIR、AQ的变化会对本市绿色信贷规模产生消极影响；而GRP、EL的间接效应是正数，说明这两个因素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邻接市的GRP、EL变化会对本市绿色信贷规模产生积极影响。比较GRP、DIR、AQ和EL的直接效应和SDM模型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差异，原因是广东省绿色信贷存在反馈效应，而回归系数等于反馈效应与直接效应之和。反馈效应是指某一个市会通过影响邻接地区的绿色信贷规模来进而影响本地区的绿色信贷规模，这种反馈效应主要来源于4个因素的空间滞后变量（W×GRP、W×DIR、W×AQ、W×EL）和空间被解释变量(W×GC)的综合交互效应。
表6  广东省绿色信贷SDM模型的直接与间接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直接效应
	t统计量
	间接效应
	t统计量

	lnGRP
	0.210 1***
	6.075 6
	0.252 2***
	3.125 6

	lnDIR
	0.238 1**
	4.870 0
	－0.195 8*
	－2.015 2

	lnAQ
	－0.104 3**
	－2.953 9
	－0.383 3***
	－5.757 3

	lnEL
	0.987 6*
	2.121 8
	2.244 1*
	1.992 5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2010—2016年广东省绿色信贷规模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的结论：从全局空间自相关看，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集聚效应，而且这种集聚效应在研究期间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而从局域空间自相关看，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格局呈现出与广东传统金融发展相似的格局，即珠三角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高并且高集聚，粤东西北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低，说明在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运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本文所选取的4个因素，即地区生产总值、金融发展程度、空气质量和受教育程度，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并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邻接市区DIR、AQ的增加会对本地区绿色信贷规模产生消极影响，邻接市区的GRP、EL增加本地区绿色信贷规模产生积极影响。最后，针对上述的结论，本文从以下5个方面提出推动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1）注重顶层设计，构建区域联动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由上述研究可知，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较强的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水平呈现区域不平衡特征；此外，金融发展程度和空气质量对区域间的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广东省应注重顶层设计，立足广东省域特征统筹好绿色金融的发展规划政策，推动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尤其是新能源、环保产业、绿色农业等绿色产业聚集，妥善处理好各地级市之间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各地级市在制定具体绿色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对金融发展和产业发展进行合理布局，进而发挥二者对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控制其对邻近城市绿色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形成具有联动效应的区域绿色金融发展模式。
（2）构建开放新格局，促进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上述研究发现，作为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地区生产总值对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从创办经济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战略设想在广东不断变为现实，广东省生产总值近30年位居全国前列，实现了广东经济的多次“腾飞”。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目前广东省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开辟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攻坚时刻，如何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其面临的一大难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撑，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更大的绿色金融需求。可以说，发展绿色金融是解决上述发展难题的重要路径。因此，广东省必须构建开放新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时加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向绿色产业流动，加快广东三大产业的绿色化进程，实现金融与绿色经济的有机融合，促进经济与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
（3）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加快绿色金融发展进程。上述研究发现，作为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金融发展程度与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正向的相关效应。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仍处于不充分、不完善的发展阶段，尚未建立完整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绿色金融在传统金融发展中所占份额较少，因此，广东省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加快绿色金融发展进程，大力提高绿色金融在传统金融市场的地位。一方面，运用财政补贴手段，鼓励银行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引导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强对绿色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在加快金融化进程的同时，广东省要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建设，通过发展绿色发展基金、绿色债券市场、绿色股票指数、绿色保险市场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并建立绿色金融负面清单，推动广东省绿色金融得到有序健康发展。
（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绿色产业发展。上述研究发现，作为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空气质量与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负向的相关效应。为此，广东省要继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落后产业的转移，积极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实现水绿山青；同时，充分利用各地级市的绿色资源，注重运用绿色金融市场对社会金融资源进行配置，促进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绿色发展模式在全省范围内的普及，逐步改善全省环境治理；最后，发挥供给侧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强产学研的深度融合，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将最新的科技成果转化为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科技力量，运用科技手段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问题。
（5）加大绿色教育投入，提升公众环保素养。作为影响广东省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受教育水平对绿色金融发展有着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长久不懈的努力，广东省的高等教育状况得以改善，全省地方本科院校等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受教育民众比例不断攀升，但广东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湖北、上海和江苏等高等教育强省（市）差距较大，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为此，广东省必须继续加大高水平大学的建设投入，通过政府帮扶、省市共建等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实现绿色金融知识的普及和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目标，进而提高公众的金融素质和绿色环保理念；同时，注重对跨专业人才的培养，提高金融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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